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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宪法在我国的法律体系中具有至高的地位 。如果将它视为法律体系中的王冠的话 ,宪法第 24条修正案
(宪法第 33条第 3款)则是王冠上的明珠。该修正案在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一章的开端即规定了 “国
家尊重和保障人权”(以下称为 “人权条款 ”),这体现了我国宪法接受了世界法治发展的趋势 ,将人权以明
示 、总括性保护的方式纳入到宪法规范之中。诚然 ,宪法规范中具体列举了诸多政治性与经济性的权利 ,但
列举方式自身的局限使其无法对某些新兴的 、未列举的基本权利进行保护。因此 , “人权条款 ”在我国宪法
规范中应做怎样的定位 、它是作为宪法权利规范还是宪法权利原则而存在 、其中能否涵盖宪法未列举权利等
一系列问题值得深思与研究。
一 、结构主义视野中的 “人权条款 ”
在学术研究时 ,对问题的分析须微观分析配合宏观透视 ,才能使其相得益彰 ,这是一种具有普适性的研
究方法 。① 正是基于这种考量 ,本文试图在对 “人权条款”进行规范分析 、解析人权的概念与该条款的规范意
涵之时 ,牢记将其置于宪法规范体系 、所处法文化及时代等宏观背景之下 ,以期能够将 “树木”置于 “森林”的
背景下探讨 “树木 ”自身的特点 ,尽力将 “近景”与 “远景”下的事物特征予以展现。
本文所说的结构主义视野即是在宏观背景下对 “人权条款”的解析 。结构主义最明显的特征是其 “整体
主义”的分析方式 。在结构主义的视野中 ,对某一问题不应单独地割裂开来进行研究 ,各部分与整体存在着
密不可分的联系 ,只有将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和部分与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统合起来 ,才能更恰当地理解部
分 。观点符号 、概念或实践的意义取决于它们 “嵌入 ”其中的更广阔的结构或相互关系 。一个术语在不同的
文本背景或文化背景下可能有不同的意义 ,还可能随着新的理论产生或时代的发展发生很大的改变。② 因
此 ,理解某个部分或某个事物 ,在进行具体分析之时 ,将其置于所 “嵌入 ”的背景进行宏观透视 ,可能会更有
利于适切 、精当地理解它。
(一)中国宪法第二章框架下的 “人权条款 ”
在结构主义的视野中 ,除了对 “人权条款”自身的字义进行文本文义分析 ,更要分析它所 “嵌入 ”的宪法
规范体系 ,将该条款置于整体规范之下 ,基于该条款与其他条款及规范全体的关系从而求得它的 “真切”涵
义 。在我国宪法规范中 , “人权条款”是第 33条的第 3款 ,而该条又是第二章 “公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 ”的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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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体味 。就该条款所应处位置的争议而言 ,大体有三种主张:一种认为应位于宪法序言中 ,一种认为应位于
宪法总纲中 ,还有一种认为位于当前的第 33条最为适当 。③ 出于对宪法权威与效力的尊重 ,本文不拟对 “人
权条款 ”应该在哪一结构位置更为恰当这一问题进行讨论 ,而将讨论重点放在以其现有位置来看会引发何
种 “客观解释 ”的命题 。
一般认为 , “人权 ”(ｈｕｍａｎｒｉｇｈｔｓ)的字面含义是指 “人”的权利 、人之为人的权利 。就其在汉语中的表述
而言 ,实属 “舶来品”。在西方学者的定义中 , “人权 ”一词具有浓郁的 “先(早)于国家”的特点 。它更多地彰
显了 “天赋人权说(自然法)所指涉的某些先国家 、超越国家存在 ,具有不准让与 、不得剥夺 、与生俱来等特
性 ”, ④有学者认为 ,人权并不是立即或全部变为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 ,在人权中具有特定内涵 、被认为具有
重要意义的部分才能被规定为宪法 ,或者通过概括性的基本权利的规定变为宪法保障的 “法的权利 ”。⑤ 对
此 ,我国近代宪法学先贤也曾有这样经典的表述:“在国家成立以前为人权(即以人类资格享有的权利),在
国家成立以后 ,则为公民权(即受国家保障的人权)”。⑥ 由此 ,产生了这样的疑问:我国 “人权条款 ”中的 “人
权 ”二字是一种类似前述学者所说的先国家权利还是一种基于宪法规定而产生的规范权利 ,抑或兼具两种
含义? “人权 ”是与该条款所属章所规定的诸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表达自由等其他具体的宪法权利同等
“位阶”的具体宪法权利 ,还是统领这些具体宪法权利的原则 ,抑或兼具两种功能 ?
我国宪法第 33条的前两款分别谈的是享有基本权利和义务的主体及其主体的平等权 。第 34条及以下
则为具体的宪法权利与义务 ,如选举权与被选举权 、表达自由 、宗教信仰自由与人身自由等等。第 33条第 1
款谈享有基本权利的主体 ,第 2款谈具体的宪法平等权 ,从逻辑上讲这是恰当的 。 “人权条款 ”之前的一款
是具体的宪法权利平等权 ,而本章第 34条以下各条也都是具体的宪法权利与义务。由此可见 ,将宪法第 33
条第 3款中规定的 “人权”视为一种具体的权利似乎是恰当的 。然而 ,由于 “人权 ”一词实在过于抽象 ,相对
于其他具体宪法权利义务 ,其意涵过于宽泛和不确定 ,这样就与前后的权利义务形成了一个 “汉堡包 ”———
上下都是相对容易 “消化”的面包 ,只有中间塞进去的是一块难以消化的肉块 ,甚至是更难消化的骨头。因
此 ,将 “人权 ”视为一种具体宪法权利的观点 ,即便乍一看从形式上和逻辑上说得通 ,但在进一步的分析和理
解之后还是让人觉得接受起来有些滞碍。
我们可以转换视角 ,从宪法第 33条在该章中所处的位置来看 “人权条款 ”的属性。一般而言 ,某一章节
的第一条会对该部分起一个引领作用 ,统率该部分的内容并对该部分有一个概括。将该条视为对本章权利
义务的导引原则似乎也可成立 ,因为该条的第 1款和第 4款都是统领整章的 。⑦ 但由此可能会引发这样的
问题:如果该条是原则性条文 ,因此第 33条第 3款即 “人权条款 ”也是宪法原则 ,那么如何理解平等权? 它
是否也是一项宪法原则? 如果是 ,为什么将其置于更具普遍性 、概括性的人权原则之前? 对此 ,笔者认为 ,相
对于第 34条及以下实质性的宪法权利义务 ,平等权更强调其形式属性 。在进行权利主张时 ,它本身要结合
实质性条款 、填充实质内容才能发挥作用 ,因此可将平等权视为宪法原则 。之所以将其置于更为抽象 “人权
条款”之前 ,给人们造成逻辑上不自洽的印象 ,或许跟汉语的表达习惯有关。⑧
(二)中国法文化背景下的 “人权条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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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将人权条款放在两者之间 ,可能会缺乏句子的韵律和美感 , 阅读时有所不畅 ,尽管从逻辑上没有问题。
也具有了浓重的西方法文化色彩。而关于自然法内涵的争论与分歧 ,在西方早已是聚讼纷纷了。⑨ 从古希
腊到文艺复兴 ,再到纳粹帝国及二战之后 ,它为各色人等染指并赋予了不同涵义。在自然法的旗帜下 ,有的
主张对人的尊严与权利的尊重 、有的容忍奴隶制 、有的积极主张种族灭绝。但其虚妄性和不确定性并未使其
消亡 ,因为:在完美的法律理论和法律制度出现以前 ,自然法永远有其存在的理由和价值 ———只要承认 “完
美 ”只是一种理想的话 ,不朽的自然法精神就 “永远不可能被熄灭”。 10 与自然法相伴的自然权利被认为是依
据自然法则和人性而来的 ,而不是来自国家的制定法 ,它们是不可让与和不可变更的权利 ,牢固扎根于古代 、
中世纪和近代的自然法理论并在《独立宣言》和 《人权宣言》所强调和重申。 1 自然权利和 “人权 ”衔接了自
然法与实证法 ,在一定程度上既克服了自然法的虚妄与不确定性 ,又克服了实证法的狭隘性与教条性 ,为实
证法提供了评判标准和尺度。
那么 ,在不存在西方自然法的中国法文化背景下 ,人权的学理意涵和规范意涵就颇值得讨论了。其实 ,
即便在西方 ,由于自然法这个 “瓶子”里在不同的国家或地区 、不同的时代盛了不同的 “酒”,因此登特列夫才
将仅仅依凭自然法的名称而不问其内容而梳理自然法的以确定它的沿革的研究方式称为 “最大的幻想 ”。 12
就中国有没有自然法这一问题 ,有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反对者认为自然法是西方社会特有的产物 ,根植于
西方的法文化背景 ,中国与之截然不同 ,甚至可以说是完全对立 ,因此中国当然没有自然法 ,也自然没有法
治 。 13 赞同者则认为中国有自然法 ,儒家思想即是自然法 14甚至不加区分地将两者等而言之。
对于这个问题 ,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 ,超越概念的 “名 ”、代之以 “实 ”对其进行比较是更为恰当的 ,而这
个 “实”就是其内在的理路 。因为即便在西方 ,除了名称相同之外 ,中世纪的自然法观念与近代的自然法观
念 ,几无共同之处 。 15 如果我们基于功能比较这一更高层面的比较方法 ,将自然法及与之相应的自然权利和
“人权 ”定位于一种基于人性尊严而设立的超越实证法的评判标准 ,那么可以说 ,任何法律文化背景下国家
或地区都有自己的自然法 。关于中国人权的缘起 ,是先于国家的 “天赋 ”,还是后于国家的 “法赋 ”、“国赋 ”
乃至 “人赋” “商赋 ”,存在着诸多争论 。 16 对此 ,夏勇教授有着深刻而精当的论述:尽管从我国的传统学说和
当代理论中很难找到西方式的自然权利 ,但 “人之作为人的要求和尊严……,是内在于每个人自身 ,是人之
天性 、民之本性” , “我们的同胞也是人 ,是正常的人 ,是有尊严和价值的人 。在具备人之作为人的一般特性
的意义上 ,他们与欧洲人 、美洲人 、非洲人和其他国家的人毫无二致。他们不希望在没有满足需求时被说成
是没有需求 ”。 17 基于这种人的天性与本性 ,即所谓 “天爵 ”,一些特定的权利和义务可以被启发和支持。 18
当然 ,这里的 “人 ”是兼具生物属性与社会属性的人 。这里的 “天 ”,在西方社会里可能是神学自然法中的上
帝或俗世自然法中的人的理性 ,在中国社会里则可能是基于 “天人合一”理念而指涉的自然规律。因此 ,从
功能比较的角度 ,中国有着以自己的语言表述而功能上与西方自然法相似的自然法 ,相应地也就有了自然权
利 。这就使中国的人权学理意义上有了一种基于本性而先于国家 、不可让与和侵犯的性质。而宪法规范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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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迹可寻。时至今日 ,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三十余年 ,在这一时期 ,中国在政治 、经济 、社会生活 、公众思想等
各方面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些变化的缩影和规范表达可以从宪法修正案中窥得一斑 。如宪法修正案第
3、4、18、19条体现了在政治层面对执政基础的巩固 ,第 6至 9条和 20至 22条体现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第
23条则体现出对社会保障和民生的强调 ,而第 13、17、24条体现了国家治国方略的转变及对 “人权”的肯认 。
宪法修正案背后的强有力的支撑之一即是执政党的意志和关注点。在社会主义这一旗帜下 ,对改革开
放的坚持是执政党当前最为强调的一点。这在中共屡次全国代表大会尤其是 17大会议及其前后的诸多官
方文件中均有明确体现。只有在改革开放的基础上 ,才有对民生 、小康社会 、社会主义法治理念等问题的强
调 。而作为政治走向的改革开放在对宪法条文的理解 、解释方面体现为以一种开放性 、成长性的态度 ,结合
现实理解 、解释 、对待宪法规范 ,而这种态度与方式也是西方法律家所肯定和坚持的。 19 在这些背景下 ,具有
特定表述方式的 “人权条款 ”具有了丰富的意涵:“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 ”一句的主语是国家 ,谓语包含尊重
与保障两层意涵 。其中 , “尊重 ”体现的是国家的消极不作为 ,是对公民消极权利(ｆｒｅｅｄｏｍｆｒｏｍ)的肯定;而
“保障”所体现的国家消除阻碍公民行使权利的障碍的积极作为 ,则是对公民积极权利(ｆｒｅｅｄｏｍｔｏ)的肯定。
这使得作为宾语的 “人权 ”二字具有多样化的色彩 ,而消极权利和积极权利的内容又极其广阔 ,涵盖了我国




既然 “人权”是人之为人 、基于人性尊严而拥有的权利 ,那么人权的主体与内容会随着不同时代 “人”的
形象而变化 。在古希腊亚里士多德那里 ,奴隶仅仅是生物学意义上的 “人”而非具有法律人格的 “人”。在自
由资本主义时代 ,法律意义上的 “人”借鉴了古典经济学的知识成果 ,将 “人”定位与具有完全理性 、知晓自己
最大利益的人。在垄断资本主义时期 ,由于垄断资本对人的异化而侧重对资本弱势者进行保护 ,这时法律人
格的形象又转化为 “弱而愚 ”的人 。 20 相应地 , “人权”的内容也发生了改变 ,从强调国家只当好 “守夜人”、保
护消极权利变为也提供社会保障及服务 、保护积极权利 。这些权利乃至后来的发展权 ,环境和平的维持与保




力 。除具有宪法权利的一般特征外 ,宪法未列举权利还具备默示性 、概括性与融和性等独有特性 。其默示性
主要体现在宪法未列举权利的内容没有在宪法规范中做具体的规定 ,但从一国宪法中所蕴含的基本的价值
构造与意识形态中可以推导出来。其概括性主要体现为未列举权利条款自身表达的特点 ,这些条款不对某
种特定权利进行表述 ,而是以 “兜底”的方式概括地表达 。对于列举条款所无法直接包容的权利以及随着时
代发展而衍生的新兴权利而言 ,以概括的语句进行权利表达 ,可以避免权利保障的 “挂一漏万 ”。宪法未列
举权利的融合性是指未列举权条款可以跟其他规定了具体宪法权利的条款 “合作 ”而催产出新的权利。这
充分地体现在美国宪法隐私权产生的过程中 。从 1965年著名的Ｇｒｉｓｗｏｌｄｖ.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ｃｕｔ案联邦最高法院的





如美国联邦最高法院Ｂｒａｎｄｅｉｓ大法官认为 ,宪法 “具有成长性 , 能扩展并吸收新的条件。成长性意味着政治 、经济和
社会的变化。因为我们的宪法拥有成长和吸收的能力 ,它能够作为发展着的人权基本法 ”。ＳｅｅＥｒｎｓｔＢｅｎｄａ, Ｔｈｅ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ｏｆ
ＨｕｍａｎＤｉｇｎｉｔｙ, ＳｏｕｔｈｅｒｎＭｅｔｈｏｄｉｓｔ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53(2000), ｐｐ.452-453.
参见 [日 ]星野英一:《私法中的人》, 王闯译 ,中国法制出版社 2004年版 ,第 8页。
权 ,道格拉斯大法官对于第 9修正案是对第 1、3、4、5条修正案所列举权利的 “伴影”下的隐私区域的概括和
统合 ,还是第 9修正案和它们一起共同构成了婚姻中的隐私权的 “伴影”语焉不详 。但一般认为 ,正是上述









理论支撑。从美国现行宪法文本看 ,基于自然法的 “自然权利 ”通过宪法文本实证化为宪法权利 ,已然成为
美国宪法的核心内容与中心问题。在现有的 27条修正案中 ,有 16条和权利问题直接相关 ,而其他各条则多
为技术性改进或调整规范 ,故而 ,其修正案对宪法所有原则性的修改均与公民权利相关。可以说 ,美国宪法
是一部以协调权力和权利的关系为核心的根本法 ,美国宪政的演进史也可以视为一部不同群体和个人在宪
法框架中重新界定和争取权利的记录 。 2 由此可见 ,自然权利理念贯穿宪法文本始终 ,成为美国宪法权利的




强化 联̀邦 '或者总体权威 ”,优先考量 “联邦”的整体利益 。 1787年宪法设计的联邦制的目的是要建设一个
真正的国家 ,一个 “更完善的联盟”。以 “能够抵抗外来力量 ,可以自己维持下去而内部不致腐化 ”。 23 这一
主张遭到反联邦主义者的反对 ,他们更强调州是个人自由的自然家园 、州与地方政府的自治 ,担心一个过于
强大的联邦对地方自治和他们平等 、自由生活的威胁 ,因此他们强调在宪法中增加《权利法案 》,以便对于州
和人民在联邦宪法规范中所享有的列举和未列举的权利进行保护 。
对于反联邦党人坚决要求增加《权利法案 》的主张 ,联邦党人认为 , “宪法不是个人之间的 ,而是主权独
立的各州之间的契约 ”,  24是限制和规范政府权力的基本规则 ,而且各州宪法中已经包含了 《权利法案 》的内




有被授权来剥夺个人自由 。但是 ,当他发现主张有权利法案的多数意见最终占了上风 ,如若不制定权利法
案 ,宪法就可能无法被批准之时 ,  25他就坚决地向反联邦党人做出了让步 ,明确地表明要保护一些不受联邦











ＣａｍｅｒｏｎＳ.Ｍａｔｈｅｓｏｎ, ＴｈｅＯｎｃｅａｎｄＦｕｔｕｒｅＮｉｎｔｈ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ＢｏｓｔｏｎＣｏｌｅｇｅ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38 (1996), ｐ.189
参见李剑鸣:《美国宪法何以成为 “活着的宪法”》 ,载《美国研究》 2001年第 2期。
[美 ]汉密尔顿等:《联邦党人文集》, 程逢如等译 , 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第 43-44页。
[美 ]赫伯特·斯托林:《反联邦党人赞成什么》 ,汪庆华译 ,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年版 ,第 25、121页。
ＲｕｓｓｅｌｌＬ.Ｃａｐｌａｎ, ＴｈｅＨｉｓｔｏｒｙａｎｄＭｅａｎｉｎｇｏｆｔｈｅＮｉｎｔｈＡｍｅｎｄｍｅｎｔ, ＶｉｒｇｉｎｉａＬａｗＲｅｖｉｅｗ, Ｖｏｌ69(1983), ｐｐ.252 -
253.
款 。它规定:本宪法对特定权利的列举 ,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忽视由人民保留的其他权利 。在 19世纪 ,人们
对该条款的谈论甚少 ,而在 “新政”之前 ,第 9修正案一直被认为是对联邦权力进行恰当解释的条文。联邦
最高法院从没有将第 9修正案视为保障宪法未列举权利的规定加以适用过。 26 《权利法案》的作者麦迪逊曾
对第 9修正案的含义曾进行过详细的说明 。他和他所提名的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斯托里(Ｓｔｏｒｙ)都强调将
第 9修正案作为限制对联邦权力进行扩张性解释的原则 。 27 在 Ｈｏｕｓｔｏｎｖ.Ｍｏｏｒｅ案中 ,休斯顿(Ｈｏｕｓｔｏｎ)主
张 ,所有没有明确保留给州的权力都排他性地由联邦享有。斯托里运用第 9修正案所宣布的解释规则拒绝
这种观点。在斯托里看来 ,限制联邦权力 ,而不是扩张联邦权力或是保护特定的权利 ,是第 9修正案的核心
要点。 “宪法之父 ”麦迪逊和大法官斯托里对第 9修正案所进行的联邦主义式解读作为通说贯穿了整个 19
世纪 ,为各级法院所承袭。 28
促使对第 9修正案的理解和解释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是罗斯福总统 。他在 1936年第二次当选之后提出
了 “法院改组计划 ”(ＣｏｕｒｔＰａｃｋｉｎｇＰｌａｎ)。不知道是对这个计划的担忧还是个人的认知有了变化 ,在著名的
ＷｅｓｔＣｏａｓｔＨｏｔｅｌＣｏ.Ｖ.Ｐａｒｉｓｈ 29一案中 ,罗伯茨(Ｒｏｂｅｒｔｓ)大法官突然发生了 “及时的转变 ”,  30转而支持他
曾经强烈反对的扩张联邦权力的观点 ,以 5:4的微弱优势判定华盛顿州规定妇女最低工资的法律合宪。
Ｇｒｉｓｗｏｌｄ案进一步 “激活”了第 9修正案 ,导致了关于第 9修正案现代观点的产生 ,  31该修正案的意义自此发
生了巨变 ,个人享有的宪法未列举权利由此而产生 。在Ｇｒｉｓｗｏｌｄ案中 ,原告由于违反了康州法律为已婚人士
提供有关避孕方法的信息 、指导和医学建议 ,为妇女进行体检并开出最佳的避孕器具和药物以供她们使用而
被捕和定罪 。案件最后上诉至联邦最高法院 ,大法官们以明显优势认定康州法律侵犯了婚姻中的隐私权 ,并
推翻原判决 。值得注意的是 ,该隐私权既没有为美国宪法条文所明文列举 ,也没有被以往判例明确承认为基
本权利 ,而是由法院在该案通过运用独特的 “伴影(ｐｅｎｕｍｂｒａ)”理论 ,首次推导出来的一种类型化的基本权
利 。在该案中 ,第 9修正案首次在联邦最高法院未列举权利的推导中发挥保障个人权利的作用———尽管它




从隐私权这一宪法未列举权利充满戏剧性的产生历程来看 ,颇有 “说你有你就有 ,没有也有 ”的效果。
但无论是新政前后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态度变化还是隐私权的产生 ,看似偶然的 、受个别人士观点转变而根
本地改变了判决的情形 ,其后的影响因素是巨大的时代转型和汹涌的社会思潮 。哈耶克即认为 , 1936年总
统大选的结果似乎也使最高法院认识到罗斯福新政得到美国选民的广泛赞同 ,据此 ,最高法院才改变了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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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 ｐ.6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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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0Ｕ.Ｓ.379(19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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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2).
参见 [英 ]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上), 邓正来译 ,三联书店 1997年版 , 第 242-243页。
(一)时代变迁与未列举权利规范
改革开放三十余年的历程也是中国逐步走向权利时代的过程 。在这一过程中 ,公民的宪法应有权利 、法
定权利和实然权利都发生了巨变。如果说公民实际享有的宪法权利不断发展体现在具体的社会生活中 ,法
定权利的发展体现在诸多宪法修正案和生成的法律规范文本中 ,那么可以说公民的宪法应有权利体现在对
“人 ”这一权利主体认识变化中。享有宪法权利的主体不再区分为人民 、敌人 、国民 ,他们变为具有同样法律
人格的 “人” ,这种 “人”在法律中的形象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生着相应的微调乃至转变。相应地 ,其所享
有的宪法权利也有所变化 。时代在塑造新的人的形象 ,使得法律中的人像更为全面和丰满 ,时代的发展使得
人的需求更为多样化 ,不仅物质需求提高 ,权利需求也同样提升 ,一些新兴权利主张应运而生。
然而 ,这些主张未必能为既有的权利规范所包含 、容纳 。改变这一情形的方式之一是修改宪法 ,而修宪
的门槛使得将这些权利成为宪法规范具有相当的难度 。而且我国当前处于一个急速变化的激荡时代中 ,如
果以频繁修宪的方式满足时代需求 ,宪法的稳定性和权威可能被削弱。这在尚无宪法诉讼 、宪法权威本身亟




为代表 。美国宪法第 9修正案规定:“本宪法对特定权利的列举 ,不得被解释为否定或贬损由人民保留的其




法列举和未列举的权利全部涵盖其中 。因此 ,在德国 ,宪法未列举权利条款被称之为 “概括性人权条款”。
(二)“人权条款” “容纳 ”宪法未列举权利的理由
基于宪法未列举权利条款具有诸如适应时代发展和社会需求等前述优点 ,以及世界法制与法治发展的
趋势和世界各国宪法实践的确证可知 ,宪法文本中出现概括权利条款实为大势所趋 。而我国的 “人权条款 ”
则为宪法未列举权利提供了 “安身之所”。前已述及 ,在结构主义视野中 , “人权条款”承载了使人之为人 、维
护人性尊严的功用 ,适于作为宪法原则承担引领整个宪法权利体系 ,以间接规范的方式为新型宪法权利的推




自古典的人本主义思想 ,在中世纪得到发展 ,此后成为康德思想的核心内容之一。在康德那里 ,人是必须受
到尊重的对象 ,人的存在本身就是目的 ,而不仅仅是手段 。这一思想在经历了对纳粹德国的反思后成为德国
波恩基本法的第一条:“人性尊严不可侵犯 ,尊重及保障此种尊严为国家所有机关之义务 ”。人性尊严不仅
是德国基本权的核心 ,还是几乎所有法治发达国家与地区的宪法基本理念与原则 ,并可能成为中国宪法的核
心理念 。 35 “人权条款”可以通过作为未列举权利的文本依据保护诸多既有文本中欠缺的基本权利 ,以维护




定与明晰 ,而其缺陷则体现在僵化和凝滞 。在既有的规范文本无法涵盖新兴宪法权利之时 ,以直接规范或间





参见林来梵 、季彦敏:《人权保障:作为原则的意义》,载《法商研究》 2005年第 2期。
参见孙笑侠 、郭春镇:《法律父爱主义在中国的适用》, 载《中国社会科学》 2006年第 1期。
作为未列举权利的文本依据保护诸多现有文本中没有涵盖的基本权利 。现行宪法文本中仍有一些法治国家
必需的人权而没被列举 ,如公民对公权力运行和公共事务的知情权 ,公民在行政与刑事诉讼中的程序性权利
以及最终获得司法救济的权利 , “人权条款 ”同样为它们的存在留下了 “安身之处 ”。
满足时代变迁的需求 。庞德曾经强调法学的首要问题之一是研究法律的稳定和变化相互协调或相和
谐 。 36 我们生活在一个社会不断变迁的真实世界而非 “规范天国 ”里 ,法律必需对真实世界的变迁有所回应 ,
因此法律在保持稳定性的同时必须适应社会的发展 ,其中当然包括要适应随社会发展而生的权利诉求。通
过宪法解释的方式 ,将 “人权条款”视为宪法未列举权利的 “安身之处”,既兼顾了宪法的稳定性与开放性 、成
长性 ,又维护了宪法的权威 ,适应了社会的发展 。在当前中国 ,社会和谐是我们所面临的主要任务和根本目
标 ,和谐社会涵盖了人与自然的和谐和人与人之间的和谐 。 “人权条款 ”中所蕴含的宪法未列举的环境权和
迁徙权则是实现这两种和谐的重要途径 ,是达致社会公平与正义这一 “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 ” 37的重要
方式。在现有宪法文本没有这些公民基本权利的时候 , “人权条款 ”则为它们留下了 “栖身”的空间。
四 、结语
“人权条款”是改革开放三十余年来中国法治建设中最具标志性的成果之一 。它在宪法文本中所处的
位置尽管使其意涵有些模糊并可能引发争议 ,但从结构主义的视角分析 ,将其置于整个规范体系 、中国法文
化背景和当前进一步改革开放的场景下 ,可以看出它更像是一个宪法原则和宪法权利的概括条款。当然 ,在
此基础上 ,也不妨将其视为一种国家的价值观 。而宪法未列举权利源自美国第 9修正案文本 ,它的发展历程
突出表明了时代发展和人类需求对产生新兴权利的积极影响 ,它也为对宪法规范进行成长性解读 、引导出新
兴权利提供了样板。我国当前正处于进一步的社会变革之中 ,在宪法列举的权利文本中无法对某些新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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